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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其中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计算.

②　 此处的碳排放为农业温室气体的统称,包括甲烷、氧化亚氮和二氧化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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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中国大陆３１省区面板数据,在较为全面地测度农业

绿色生产率的基础上,借助空间杜宾模型,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考察农

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与间接溢出效应.结果发现,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中国

农业绿色生产率不断提高,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驱动;东、中部省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整体

水平较高,东北三省次之,而西部省区最低.省份间农业绿色生产率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

性,农业产业结构是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一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不仅受到

本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直接影响,还受到邻近地区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

接溢出.因此,新时期更应重视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与优化升级在农业绿色生产率增

长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升农业整体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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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改革开放４０余年发展,中国农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各项产品供给保

障能力增强,突出体现在粮食产量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０４７６．５万吨增至２０１９年６６３８４万吨① 等方面.然

而,在中国农业实现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较大的环境代价,这主要表现在农业面源污染的

加剧、农业温室气体的激增等[１Ｇ２].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到来,农业的发展不仅关注增长方面,而
更加追求增长基础上的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相应地,提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

素生产率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诉求之一.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是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随着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学术界也对

农业绿色生产率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考虑的环境要素的不同,可将农业绿色生产率的研究分

为两个维度,其一为考虑面源污染的农业绿色生产率,其二为考虑碳排放② 的农业绿色生产率.无论

对上述何种农业绿色生产率而言,不考虑环境污染或碳排放均会高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甚至会高估

一倍[３Ｇ６].而在当前阶段下,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７],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农业绿色生产率却在不断下降,且地区间、省份间的差异会长期存在,并没有趋同的迹象,农业绿色生

产率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低值区仍主要分布于中西部省区[８Ｇ１０].那么,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

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通常认为,推动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及其差异的主要因素

为农村人力资本或农村基础教育、农业公共投资、农业对外贸易、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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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１１Ｇ１２].
实际上,随着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与消费结构升级压力加大,农业面临的主要矛盾也已

从“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１３Ｇ１４].在此境况下,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显得尤为迫切与重

要.然而,学术界对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却关注不足,这为本文探讨二者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可能与必要性.鉴于此,本文将在全面核算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中国省域农业碳排放的基础

上,测度农业绿色生产率,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考察农业

产业结构对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影响与间接溢出效应.
本文可能的扩展之处在于:首先,较仅从农用物资投入或农用能源等方面考虑农业(狭义)碳排放

的研究有所不同,本文将水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气体考虑进来,以更为全面客观地测度种植业碳

排放量.其次,较以往以单一指标衡量农业产业结构的研究有所不同,将从农业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

两个维度,更为全面客观地考察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最后,与以往仅关注本

地区农业产业结构与绿色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将空间地理因素纳入,关注邻省间可能存在的

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并探寻空间地理因素在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一、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分析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文称“农业绿色生产率”)通常可理解为加入环境要素后计算得到的农

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环境要素主要为农业面源污染或农业碳排放等非合意产出[１,１５].农业产业结

构是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理论上讲,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

影响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农业产业结构通过要素流动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诸如劳动、资本等要素在产业的流

动均遵循从低效率或低收益部门到高效率或高收益部门的规律,而农业内部不同细分部门(如种植

业、畜牧业、林业、渔业)比例的变化,往往意味着要素的流动与重新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推动农业

绿色生产率的提高.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往往带来的是其产业内部不同细分部门、企业之间产品结

构的剧烈转换、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这均会影响农业碳排放等非合意产出,进而引起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１６Ｇ１７].由于农业是以动植物为生产对象的产业,不仅水稻等作物生产过程中会

产生温室气体,而以化肥农药为代表的投入增产方式,以及由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对农业机械的高度依

赖,尽管在一定程度带来生产效率的改善,但必然导致化石能源消耗与农业碳排放量的增加,使得农

业绿色生产率处于不断恶化的境地[１８].
其次,农业产业结构通过改变技术效率进而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特

别是结构升级过程中,那些产品附加值高且技术密集的部门或产品将会占据有利地位,并带领其他细

分部门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农业绿色生产率,即农业技术的溢出与扩散效应.在实现节能减排的过程

中,对于由农用物质(如化肥、农药、灌溉等)所引发的农业碳排放问题,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可谓是最优

选择[１９].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细分产业比例的变动,会引发技术诱导效应,而得益于细分产业间的

技术外溢与扩散,将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以及碳排放的缩减,并带动农业整个行业绿色生

产率的提高.此外,农业部门投入品产业的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改善.
再次,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影响农业分工程度进而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改善.农业生产结构比

例的变化与细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分工的实现与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工业等部门相比,农业的可

细分程度相对较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精细化和生产设备专业化的趋势愈加

明显,同时伴随新产业的产生和新一轮技术的更替,推动节能减排,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２０].
最后,无论农业产业结构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均是在一定的空间互动背景下展

开的,且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理论上讲,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绿色生产率产生的空间传导

效应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与资源禀赋、政府产业政策、农业技术扩散与外溢是尤为关键的因素[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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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依赖于良好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等“高级资源”,以及专业化分工

与协作,农业产业地理地位上的邻近与产业之间的紧密关联,易形成农业的集聚效应,并使邻近地区

的农业产业网络联系效应增强[２２].而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农业而言,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一
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不仅会引起本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而且其与邻近地区在

农业产业内部所形成的竞合互动关系也会发生变化[２３],进而邻近地区的农业绿色生产率也会随之

变化.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研究方法

(１)农业绿色生产率估算模型.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面,基于非径向的SBM 方向距离

函数和 GML指数不失为较优的选择.本文以中国大陆３１省区作为全部决策单元(DMU),试图构

建一个囊括合意产出和非合意产出的生产前沿面模型.假设每个省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m 种

投入要素x(x∈Rm
＋ ),产生n 种合意产出y(y∈Rn

＋ )以及非合意产出b(农业碳排放).
那么,由有界封闭性、投入与合意产出的强可处置性、合意产出与非合意产出间的弱可处置性和

零结合性可得,生产可能性集P 为:

P(x)＝{(x,y,b):x 生产(y,b)} (１)
进一步,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假设时期为t(１,２,,T),有k 个生产单位,投入产出向量为

(xt
k,yt

k,bt
k),则全局生产可能性集可表达为:

P(x)＝

(xt,yt,bt):∑
T

t＝１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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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式(２)中,Zk为密度变量,表示第k个生产单位在构建环境生产技术时的权重.
为避免径向 DEA 对效率估计的偏误问题,同时考虑投入减少与产出增加等,借鉴 Tone[２４]的做

法,构建生产单位k∗ 在t期的非径向非角度SBM 方向距离函数模型.具体形式可表达如下:

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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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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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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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式(３)中,D
→G

０ 为要素投入和产出与生产前沿面的平均距离,反映投入与产出的无效率程度;sx
m、

sy
n、sb

i依次为投入要素x、合意产出y 和非合意产出b 的松弛变量,取值均大于等于０.当其大于０
时,说明生产单位存在效率损失;特殊地,当sx

m ＝sy
n＝sb

i＝０时,说明生产单位处于完全有效状态,无
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现象.

在此基础上,农业绿色生产率指数可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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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１
TFP,t＝

１＋D
→

G
０(xt,yt,bt;yt,bt)

１＋D
→

G
０(xt＋１,yt＋１,bt＋１;yt＋１,bt＋１)

Mt＋１
TFP,t＝St＋１

TP,t×St＋１
TE,t

St＋１
TP,t＝

１＋D
→

t
０(xt,yt,bt;yt,bt)

１＋D
→

G
０(xt,yt,bt;yt,bt)

×

１＋D
→

t＋１０(xt＋１,yt＋１,bt＋１;yt＋１,bt＋１)

１＋D
→

G
０(xt＋１,yt＋１,bt＋１;yt＋１,bt＋１)

St＋１
TE,t＝

１＋D
→

G
０(xt,yt,bt;yt,bt)

１＋D
→

t＋１０(xt＋１,yt＋１,bt＋１;yt＋１,bt＋１)

(４)

式(４)中,Mt＋１
TFP,t 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可分解为农业绿色技术进步指数(St＋１

TP,t )和农业

绿色技术效率指数(St＋１
TE,t ).当Mt＋１

TFP,t 、St＋１
TP,t 、St＋１

TE,t 大于１时,说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

步指数、技术效率在不断改善;反之,它们则在逐渐恶化.
(２)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ts)测度方法.本文考察的是农业产业结构变迁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农业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方面,对其科学测度十分必要.熵值法能够根据

各指标内部自身的变化情况进行权重的计算,避免人为对各指标赋权过于主观等弊端,故而采用熵值

法对其进行处理[２５].
本文将省区作为决策单元,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不同维度作为待评指标.如果存在I 个决策

单元、J 项待评指标.那么,对于i省区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值eij(i＝１,,I;j＝１,,J)而言,其
熵值法的主要步骤如下:

①对原始数据eij进行标准化处理:e′
ij ＝(eij －ej

－ )/sj .其中,ej
－ 和sj分别为待评指标j的均值

与标准差;②对标准化后数值e′
ij 进行线性变化,即zij＝aei

ij＋b(a＝１０,b＝６０),以保证其非负取值;

③计算i省区第j项待评指标的比重pij,即pij ＝zij/∑
I

i＝１
zij ;④计算待评指标j 的熵值sj,即sj ＝

k∑
I

i＝１
pijLnpij,k＝１/Ln(I);⑤计算待评指标j的差异性系数cj,即cj＝１－sj ;⑥计算待评指标j的

权重wj与省份i的最终得分fi,即wj ＝cj/∑
J

j＝１
cj,fi＝∑

J

j＝１
wjpij .

(３)农业产业结构影响绿色生产率增长的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将空间地理因素纳入模型中,考虑

了空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故而更贴近现实,在分析经济问题时相对传统模型更具解释力.一般地,
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是较为常用的空间面板模型,而空间杜宾模型(SDM)作
为这两个模型的一般形式,在运用中常被忽视.实际上,空间杜宾模型不仅囊括因变量的空间滞后

项,还包括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其更加适合分析特定经济事物的空间效应,如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

总效应[２６].本文试图构建包含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在内的空间杜宾模型,以此反映农业产

业结构变迁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通常,空间杜宾模型可表达为:

Yit＝ρ∑
n

j＝１
WijYjt ＋αiXit＋β∑

n

j＝１
WijXjt＋ui＋λt＋εit (５)

式(５)中,Yit表示i地区t时期的农业绿色生产率,Xit和Xjt分别为t时期i地区和j地区的农业

产业结构高级化等变量,Wij为i地区和j地区间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ui和λt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

扰动项.需要说明的是,应通过Wald 检验和LR 检验对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或空间滞后模型等情况进行讨论,以确保模型选择的正确性.若同时拒绝上述两个假设,说明采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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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杜宾模型估计是合适的;否则,应选择空间误差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进行估计.

２．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１)投入指标.借鉴王宝义等[２７]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研究内容,确定投入变量(见表１).

①劳动投入.考虑到官方统计资料并未提供农业劳动力数据,故按照学术界普遍做法,以各年农

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乘以农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中的比重表示,单位为万人.由于２０１２年以后,农林

牧渔业从业人员数量并不公布,故采用移动平均法对其进行补充.②土地投入.以各省区农作物播

种面积表示,单位为千公顷.③化肥投入.以各省区化肥施用折纯量表示,单位为万吨.④农药投

入.以各省区农药实际施用量表示,单位为万吨.⑤农膜投入.以农膜实际使用量表示,单位为万

吨.⑥机械投入.以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单位为万千瓦.⑦灌溉投入.以各省区农业有效灌溉面

积表示,单位为千公顷.⑧役畜投入.以各省区年末大牲畜数量表示,单位为万头.
(２)产出指标.如前所述,本文的产出包括合意产出和非合意产出两类(见表１).合意产出,以

狭义农业即种植业产值表示,实际操作中,以１９９７年为基期作不变价处理.非合意产出,以农业碳排

放表示,具体包括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灌溉引发的 CO２排放量.各碳源的排放系数(每一千

克的碳源排放碳的千克数,其中灌溉为每一公顷的土地灌溉引发的碳排放量的千克数)分别为:化肥

(０．８９５６)、农药(４．９３４１)、农膜(５．１８００)、农用柴油(０．８８６４)、灌溉(２６６．４８００).同时,将水稻生产的

甲烷(CH４)排放也纳入种植业碳排放中,相关排放系数见田云等[２８]以及闵继胜等[２９]相关研究.
表１　农业绿色生产率投入产出指标描述性统计

变量含义与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投入指标

劳动投入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农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人 ４８４．６２ ４０２．９０

土地投入 农作物播种面积/千公顷 ５１１１．２６ ３５４３．２１

化肥投入 化肥折纯量/万吨 １６２．００ １３４．０９

农药投入 农药使用量/万吨 ４．９７ ４．２８

农膜投入 农膜使用量/万吨 ６．１３ ６．０３

机械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力/千瓦时 ２４６３．８８ ２５４８．８１

灌溉投入 农作物有效灌溉面积/千公顷 １９１８．０１ １８９８．４６

役畜投入 年末大牲畜数量/万头 ４３５．７６ ３３６．３６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农业产值/亿元 ８８４．１４ ８９６．２０

非期望产出 碳排放/万吨 １８７０ １５１４．７５

　注:数据由作者整理得到.

　　(３)空间杜宾模型变量说明.农业绿色生产率.本文探讨的是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问题,被解

释变量由上文运用 Maxdea软件计算得到的 ML指数表示.由于本文核算的农业绿色生产率是以前

一年为１００计算得来的环比指数,故在实际操作中,参照李谷成[１]的做法,对农业绿色生产率进行累

积化处理.

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因素较多.核心解释变量方面,借鉴成德宁等[１３]的做法,从农业产业结

构的合理化(tl)与高级化(ts)两个维度刻画农业产业结构变迁,并探讨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绿色生

产率增长的影响.其中,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tl)反映的是农业内部各细分部门间的协调度与生产

要素的有效利用状况,通常以“结构偏离度”进行衡量.其具体公式为:

tl＝∑
n

i＝１

(yi

y
)Ln(yi/y

li/l
) (６)

式(６)中,y 为农林牧渔业产值,yi为农业细分部门产值,l为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li表示农业细

分部门劳动力.tl越大,表示农业生产结构越不合理;而当农业各细分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农业整个部

门劳动力生产率相当时,tl＝０,达到均衡状态.考虑到官方统计资料中并未公布农业各细分产业的

劳动力数量数据,在此以(当年)农业各子部门的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与农林牧渔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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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乘积表示.
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体现的是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状况,既有研究通常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

业产值比进行衡量[３０].具体到农业领域,常以畜牧业与种植业产值比、粮经作物面积比、林牧渔业产

值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以及农业服务业与种植业增加值之比等指标衡量[３１Ｇ３２].考虑到２００３年将

本属于第三产业的农林牧渔服务业归为第一产业的做法以及数据的完整性与一致性,本文将运用熵

值法从农牧产值比、粮经作物面积比、林牧渔业产值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三方面测度产业结构高级

化,具体做法如上文所述.
表２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１．０４００ ０．１６４４

核心变量

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３８２
农牧结构 ０．７１５４ ０．４０６４
粮经结构 ０．２８１２ ０．２１５５
林牧渔结构 ０．４４５６ ０．０９４４
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３３

其他变量

自然灾害 ０．２６５６ ０．１６１２
平均受教育年限 ７．９１４２ １．２４１６
政府投资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３２９
工业化 ０．３８１０ ０．０９７３
农业对外开放 ０．４７６４ １．４２４７
城镇化 ０．３５００ ０．１６５７

　注:数据由作者整理得到.

此外,参考李谷成[１]、杜江等[９]、潘丹[３３]、吴贤荣

等[３４]的研究,还控制了如下变量:农业受灾率(dar),以
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表示;农村人

力资本(edu),以农村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财政支农

投入(afi),以各省区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

重表示;工业化(il),以工业增加值占地区 GDP的比重

表示;城镇化(ur),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农产品对外贸易(ol),以各省区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占农

业增加值的比重表示,其中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以各年人

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计算得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

表２.
(４)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大陆３１省

区,时间跨期为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暂不涉及港、澳、台三地.文中涉及的原始数据均出自«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畜牧兽医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等官方统计资料,并经适当处理得到.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农业绿色生产率时序变动趋势分析

如图１所示,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呈波浪层叠式变动趋势.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连续两

年保持恶化趋势,之后又连续两年呈现上升之势,此后一直呈现“降低—提高—降低”状态,２０１６年为

０．９７６７,较１９９８年略有小幅改善.从增长源泉来看,技术进步整体呈现波动上升之势,年均增长率

为０．３１％;其中,２００７年以前年际间技术进步指数变动较大,而２００７年之后技术进步指数的年际差

距逐步缩小,并逐步稳定于１．０２.相反地,技术效率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年均增长率为－０．２４％;其
中,２００７年之前各年份的技术效率值相对平稳、变动不大,但２００７年之后年际间起伏较大.总体而

言,当前阶段下,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处于不断改善之中,其增长主要依赖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抑

制作用明显,这与李谷成[１]、邓晓兰等[３５]研究发现较为一致.

图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农业绿色生产率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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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农业绿色生产率省际差异分析

如表３所示,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除西藏外,其他３０省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指数均高于１．０,说明从省

域层面来看,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在不断改善.其中,东中部省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整体水平较高,东
北三省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西部省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整体较低.分阶段来看,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
以北京、福建和广东等东部省区的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位居前列,而以陕西、广西、黑龙江等为主的西

部和东北省区较低.但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这一状况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以甘肃、陕西、新疆等代表

的西部省区农业绿色生产率处于较高水平,而诸如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和河南等中部省区相对较

低.整体而言,在各省区农业绿色生产率不断改善的状况下,西部省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提升明显但内

部省区的不均衡性与差异扩大,农业大省尤其粮食主产省区仍是农业绿色生产率较低的地区.
表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不同阶段农业绿色生产率变动情况

地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均值

北京 １．０８９１ １．０４９７ １．０４０１ １．０３３８ １．０４８４
天津 ０．９６８０ １．０１６５ １．０３８９ １．０９４０ １．０３９２
河北 ０．９５８９ １．００３６ １．０９５６ １．０７６３ １．０４３７
山西 ０．９３８４ １．０５０１ １．１３８７ １．１８２８ １．０９７７
内蒙古 １．００１４ １．０２０２ １．０３９４ １．０５６７ １．０３３８
辽宁 １．０２２２ ０．９８９６ １．０７８４ １．０７７９ １．０４６０
吉林 １．０１６５ １．００１３ １．０８１２ １．０６４０ １．０４４５
黑龙江 ０．９１０６ １．０８４５ １．０５１５ １．０６８０ １．０４３１
上海 １．００３０ １．０６７２ １．０４３３ １．０１９８ １．０３５８
江苏 ０．９９５４ ０．９９８５ １．０５７６ １．０６６０ １．０３４９
浙江 １．００７８ １．０１４８ １．０６２９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３４８
安徽 １．００７０ １．０２１９ １．１５３１ １．０１６８ １．０５２５
福建 １．０３３３ １．０１４４ １．０５５９ １．０７５２ １．０４７５
江西 ０．９９０３ １．０３４３ １．１１１６ １．０５１４ １．０５３１
山东 １．０１７０ １．０２５４ １．０９７３ １．０８１８ １．０６０８
河南 ０．９９７９ ０．９９９９ １．０７４０ １．０５３２ １．０３５９
湖北 ０．９７２０ １．０４８５ １．０７８８ １．０３３７ １．０３９７
湖南 １．１４６７ １．０３６４ １．１０３２ １．０３１７ １．０６９９
广东 １．０２２９ １．００５５ １．０３６７ １．０７７９ １．０３９３
广西 ０．９４９５ １．０００２ １．０５３３ １．０７１３ １．０２８６
海南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０２８ １．０３０２ １．０９３６ １．０１１９
重庆 ０．９４３５ １．０２５５ １．０７３１ １．０５８４ １．０３５４
四川 ０．９５６４ １．０１４２ １．０６４８ １．０５１６ １．０３０２
贵州 ０．９５２６ ０．９９５６ １．０５４６ １．０９１３ １．０３４６
云南 ０．９７４２ １．０１２６ １．０２９４ １．０６２５ １．０２６７
西藏 １．０８９０ ０．９１０６ １．０４４０ ０．９９２４ ０．９９９７
陕西 ０．９２６１ １．０１８９ １．０７８６ １．１０６２ １．０４７５
甘肃 ０．９７２５ ０．９９９３ １．１０４３ １．１７１６ １．０７７１
青海 ０．９７１５ ０．９９２９ １．０５２２ １．０５２４ １．０２３９
宁夏 ０．９７６７ １．０１７６ １．０９６９ １．０７２８ １．０４９４
新疆 ０．９７４１ １．０１６３ １．０６４４ １．０９６０ １．０４７５

图２　农业绿色生产率的Moran’sI指数变动趋势

　　３．农业绿色生产率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回归前,需先对农

业绿色生产率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由图２可知,农
业绿色生产率的 Moran’sI一直介于０．０６和０．２４之

间,整体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具体而言,
农业绿色生产率的 Moran’sI年际差异较大,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年相对平稳,围绕０．１上下波动;之后则呈现出

倒“V”型循环波动趋势,且于２００５年降至历史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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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０．０６５４,２００７年达到历史最高点０．２８７９;２０１６年 Moran’sI为０．１００２,基本持平但略高于１９９８
年水平.由此不难发现,在当前阶段下,省域间农业绿色生产率具有聚类现象,局部区域内存在着较

为明显高(低)农业绿色生产率省区与高(低)农业绿色生产率省区“抱团”发展的趋势,但这种状态的

年际间差异较大,且整体相对不稳定.

４．农业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绿色生产率增长估计分析

前文证实了农业绿色生产率在空间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依赖效应,这意味着需采用空间面

板模型进行估计.但是,为了判断是否应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应先对模型进行拉格朗日乘子检验

(LMtest),结果详见表４.从空间依赖性诊断结果来看,无论是空间滞后模型的LM 检验和Robust
LM 检验,还是空间误差模型的LM 检验和RobustLM 检验均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均不

能拒绝无空间滞后或空间误差的原假设,应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接下来,将采用LR 和Wald 检验进行检验,进而判断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还是选择空间滞后模

型或空间误差模型.在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Wald_spatial_lag 和LR _spatial_lag 分别为

７２．８７６７和６７．９７４０,Wald_spatial_error和LR_spatial_error分别为５８．８０９５和５５．８１７３,均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应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同时,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发现,以
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为佳,故后文将围绕该模型进行解释与说明.

表４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t值 变量 系数 t值

tl －０．０３１５∗∗∗ －３．５１９５ W×tl －０．０１２７ －０．４２４６

ts －０．５６４９∗∗∗ －４．８１４９ W×ts ０．７３６９∗∗∗ ３．９４２５

dar －０．０８０５∗∗∗ －６．１３５５ W×dar ０．０８２８∗∗ ２．２４８９

edu －０．１２５２ －１．４９５１ W×edu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７４９

afi ０．５２０５∗∗∗ １６．２３６７ W×afi －０．６１２９∗∗∗ －６．９２１９

il ０．０８６５∗∗ ２．００６４ W×il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３８６

ol ０．０３４８∗∗ ２．５４６０ W×ol －０．０３０５ －１．３８２７

ur ０．２４５０∗∗∗ ４．６４９５ W×ur －０．２５１８∗∗∗ －３．７１５３

W×dep．var． ０．７８４０∗∗∗ ２３．８９２ R２ ０．６６５６

LMＧlag ６１．４７９３∗∗∗ LM－error ７３．５０６７∗∗∗

RobustLMＧlag ５．３１５３∗∗∗ RobustLM－error ２１．２４５６∗∗∗

Wald_spatial_lag ７２．８７６７∗∗∗ Wald_spatial_error ５８．８０９５∗∗∗

LR_spatial_lag ６７．９７４０∗∗∗ LR_spatial_error ５５．８１７３∗∗∗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下同.W 表示空间权重,dep．var．表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１)空间自回归系数.由表４可知,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０．７８４０,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

验,表明省域农业绿色生产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依赖性.换言之,邻省农业绿色生产率与本省农

业绿色生产率间存在着较强的空间关联效应,邻省农业绿色生产率提高１％,本省农业绿色生产率也

会得到改善(提高０．７８％).这与前文空间自相关检验等结论较为一致,也间接反映出选用空间计量

经济模型的合理性.
(２)农业产业结构.如前所述,本文从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考察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绿色生

产率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０．０３１５),表明农业产

业结构合理化与农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这可以理解为,随着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

的提高,其将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起到明显的阻碍作用.其原因或在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常

与农业总产值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随着tl的提高,农业的总产值则在不断下降[３２].

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为－０．５６４９,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畜牧业产值的增

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张以及牧林渔在农业中比重的提高,农业绿色生产率反而会不断降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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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农业中畜牧业、林业、渔业等部门的快速增长,种植业部门中经济作物面积的不断

扩大,其在增加种植业以及农业整个部门产值的同时,会带来更多的农业碳排放,主要体现在:一是经

济作物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物资的消耗增加,会导致种植业碳排放的增加;二是畜牧业等部门的

快速增长,特别是肉类等高碳型农产品消费的增加,会间接增加以粮食初级品与加工品的消耗,这实

际上亦会增加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碳排放[３６Ｇ３７].
(３)农业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０．０８０５),表明农业自然灾害与农业绿色

生产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农业具有自然再生产的特殊属性,这使得农业易受到自然灾害的负面

影响,而随着农业受灾程度的加深,由此引起各类投入要素与合意产出(如产值)的损失加大,而在非

合意产出减少不明显甚至略有增长的情况下,农业绿色生产率将会明显降低.
(４)其他变量.政府财政支农、农业对外开放、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５％的

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随着财政支农水平的提高,诸如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改善,且水稻等

种植品种与质量也不断得到优化,进而对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农业对外开放

程度的提高,能够带动我国农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多,并进口更多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在节约

水土资源、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这与黄季

焜[３８]的发现较为一致.此外,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均有助于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提高,这与王宝

义等[２７]的发现有所不同.其原因可能在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不仅刺激了对农业更大规模的产品需

求,也为农业提供了技术支撑,诱导着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与生产效率的改善,整体上有助于农业绿

色生产率的提升.
(５)空间滞后变量.邻省农业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有助于本地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提升,其主要原因

在于,邻省农业的非粮化会对本省产生示范与带动作用,有利于生产效率与产出的提高,有助于农业

绿色生产率的增长.邻省自然灾害对本省农业绿色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邻省自然灾

害的发生,导致其农业产出特别是粮食等减少明显,使得本地农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而在农业碳排

放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本地区种植业产出的增加将会有效改善农业绿色生产率.邻省财政支农和城

镇化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６１２９和－０．２５１８,这表明随着邻省地区农业投入的增加以及城镇化进程

的推进,对本地农业绿色生产率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由表５可知,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分别为－０．０３６８和

－０．５２９０,即随着产业不合理程度和高级化每提高１％,本省农业绿色生产率分别会降低０．０３６８％
和０．５２９０％.同时,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效应为１．３２３５,表明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较强

的间接溢出效应,这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整体上要远大于合理化.其他变

量中,除财政支农和工业化分别具有一定的间接溢出效应和总效应外,自然灾害、农村人力资本、农业

对外开放仅对本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直接效应.因此,就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农业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实证检验结果来看,可以认为农业产业结构是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

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其较大的溢出效应并未被已有研究所关注.
表５　空间杜宾模型的各变量效应分解

变量
直接影响

系数 t值

间接溢出

系数 t值

总效应

系数 t值

tl －０．０３６８∗∗∗ －３．７３２１ －０．１７２２ －１．２６５４ －０．２０９０ －１．４８４７

ts －０．５２９０∗∗∗ －４．６８２０ １．３２３５∗∗ ２．１１１５ ０．７９４４ １．２８０２

dar －０．０７７２∗∗∗ －５．３６４２ ０．０８９１ ０．５４０１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６９５

edu －０．１３８１∗ －１．７３１９ －０．４７８２ －０．９５９７ －０．６１６３ －１．２２５３

afi ０．４９２１∗∗∗ １６．３７４４ －０．９２９１∗∗∗ －２．５８３６ －０．４３７０ －１．２０６２

il ０．０９３６∗∗ ２．２４９８ ０．２９８１ １．４６８５ ０．３９１７∗ １．９３０９

ol ０．０３４３∗∗∗ ２．６０００ －０．０１８１ －０．２４５５ ０．０１６２ ０．２２２７

ur ０．２３５５∗∗∗ ４．６３１１ －０．２６４２ －１．４８０１ －０．０２８６ －０．１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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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中国大陆３１省区为研究对象,在运用熵值法构建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指

数的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产业结构变迁对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

发现,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在不断改善,其增长主要依赖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抑制

作用明显.就地域分布来看,东中部省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整体水平较高,东北三省区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西部省区整体略低且其内部分省区的差异不断显现.同时,省域间农业绿色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

间依赖性,但这种空间依赖性的年际变化较大,整体较不稳定.在经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后,再次验证

了上述观点,即本地农业绿色生产率不仅受到本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影响,还受到邻近

地区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此外,农业绿色生产率还受到财政支农、城镇化、工业化、农业对外

开放以及自然灾害的显著影响.
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应该重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强调农业细分部门发展与其

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的同时,鼓励通过市场需求与政策引导相结合的方式,保证农业各细分部门合理

发展与结构优化,避免因农业细分部门与其劳动生产率二者之间的不协调(滞后或超前)而制约农业

绿色生产率提高以及农业发展质量的改善.其次,在推动农业细分部门合理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农

业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型,加大对畜牧业等高碳产业的改造,以技术进步等手段减少其投入与消耗,
确保产出增加,提高农业及各细分部门的比较收益与绿色生产率.最后,重视空间地理因素在区域农

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推动本地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重视邻省间农业

产业结构的互补与协调发展,避免因不合理竞争与调整等产生的空间负外部性,进而推动局部区域内

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整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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